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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兼任教师与民国大学学术职业发展
商丽浩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31OO28)

[摘 要]民国初期,政府通过教学工作量将大学教师职业划分为专任教师和兼任教师两种类型。当
时,大学盛行聘请兼任教师及专任教师在外校兼课,兼任教师和专任教师之间的区别不明显。这种现象
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批评,此后,中国的学界、大学和政府逐渐限制兼任教师:学界注重构筑官职和学术
职业的界限,限制大学专任教师兼任官职;大学约束本校教师外出兼课;政府限制大学聘请过多的兼任教
师。到民国后期,中国大学学术职业的专任程度逐步提高。这一历程反映了大学由注重教学绩效向关注
学术质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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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教师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常常出现兼任教师和专任教师之分。
兼任教师比专任教师在大学工作时间少,只从事部分时间的工作。中国教育法令在1914年明确把
大学教师分为专任教师和兼任教师两种类型,民国时期,大学聘请兼任教师以及专任教师兼任他职
十分盛行。但这种状况在2O世纪2O年代受到美国来华教育家杜威的批评,3O年代遭到来自欧洲
的国际教育联盟考察团的指责,此后,中国的学界、大学和政府逐渐加大限制兼任教师的力度。这
一中国大学学术职业的发展历程增强了教师职业的稳定性和专任性,反映了大学由关注教学绩效
向关注学术质量的转变。

一

北京政府时期,著名高等学府盛行聘请兼任教员。陈西谨在《闲话》中曾这样描述北京大学:
"有许多同人是北大的教员,又是另一个或几个国立各校的教员,有许多同人是北大的专任教授,又
是另一个或几个国立各校的专任教授。"[1]15考诸史实,确非虚言,当时北京大学182名教员中,兼任
教师即讲师有77名[2]5O2513。据北京大学历年教员薪棒手册的数据显示,早在1914年,北京大学中
国专任教员有18名,兼任教员有9名;至193O年,278名教员中兼任教员高达169名。北京大学
聘请的兼任教师不乏名家,如贺麟、许地山、张裕年和金岳霖在1931-1934年间都曾担任北京大学
哲学系的兼任教师。当时一些著名学者为数所大学聘任,理工科学者如严济慈在法国完成博士论
文于1927年回国,各方争相聘任,他同时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担任物理
学和数学教授。文科学者如俞平伯1931年3月18日在清华大学授课,第二天至清华大学、燕京大
学授课,第三天又至燕京大学、女子大学两处授课,奔波于几所大学之间。在大学聘请兼任教师的
带动下,大学教授在外校兼课盛行。教育学者常道直在1921年就指出,各校教员大都按钟点而受
薪棒,各校教授尤其是北京的教授往往一身兼数项职务。仅是一墙之隔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
校教授互兼情况突出。教育部不得不承认2O世纪3O年代初北京各高等学校存在的状况:负责人
员多不在校,各校教职员之多出人意外,教员在外兼课,有一人而担任几个学校系主任者,因之请假
缺课为常事。学生上课精神散漫,竟有上课学生不到三分之一者[3]196。

民国大学的兼任教师以授课为业,不属于低层次学术职业,其薪酬不低。1914年,教育部规定
大学兼任教员每授课一小时酌支3-5元,预科大学兼任教员每小时酌支2-4元。比照本科教授
每周授课1O小时,月薪为18O-28O元,兼任教师和专任教师的课时薪酬差距不大[4]78O。

民国大学教师兼职盛行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其一,在近代中西文化交
汇碰撞中,中国大学发展深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大学通常愿意聘任受过西方教育制度训练的人士。
另一方面,中国培育各新式学科教师的机制建立缓慢,迟至1935年才开始授予研究生学位。民国
时期欧洲和美国大学教师制度虽然早已传人中国,但实际上中国大学教师制度有其本土特点。
1927年,国立京师大学分堂上教师和堂下教师两类,堂下教师级别较低,助教一般不上课。在民国
大学的课堂上,不仅徒有虚表的教授站不住,即使学有专长的教授也会吃瘪。由于某些专门学科的
专家少,又多为政府和其他学术机关所聘任或倚重,加重了大学聘任专任教师的难度。其二,资源
在大学内部的配置优先考虑教学运行的绩效。1914年,《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薪棒暂行
规程》规定,大学专任教师需每周授课1O小时以上,大学预科的专任教师每周授课12小时以上,授
课时数不满以上标准为兼任教师。专任教师薪酬按月固定支付,兼任教师按照授课时间支给。直
到194O年,教育部仍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授课时间每周不少于9小时,不满9小时者按兼任教
师支薪。在这一政策约束下,大学需要聘请大量兼任教师。其三,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教师自由择
业,当大学教师群体处于动荡时局中,薪酬不稳定,兼职就成了他们的选择。学界对于教师兼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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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抱同情态度的不乏其人,如,如胡适认为大学教师面临三个困难:一为教授棒给太低,国立大
学教授月棒尚不如政府各部之一科长,北大教授最高月棒只有3OO元,故人人皆靠兼差以自给;二
为学校经费不固定,贫士不敢倚赖一校之棒给生活;三为学校经费十分之七八用在薪棒,无余财以
购置书籍仪器。故虽有专门学者,亦不能专力作高深之学术研究①。

抗日战争前夕,中国高等学校内兼任教师占有相当比例。1931年教育部统计的数据是全国共有
高校教师7O53人,专任教师占6O%,在校内外兼任的教师占4O%[5]1486。抗日战争以后,兼任教师减
少。1947年,全国高等学校内共2O133名教师,其中兼任教师3193名,占全体教师的16%[6]14O4。

二

中国大学学术职业专任性的提升历经艰难。民国时期,学界、大学和政府部门从各自的角度出
发逐渐限制大学教师兼任他校,限制大学聘请兼任教师。

其一,大学是教师的职业场所,学界有自身的利益诉求。民国初期,大学学术职业意识的觉醒
首先表现为冲破政教合一的传统体制,革新清末京师大学堂中"官师合一"的习俗,限制大学专任教
师兼任官职。学者通过撇清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确定自己的身份,建构大学学术职业的自主性场域。

民国初期,著名学府开始对专任教师和官员严格区别,界限分明,北京大学是其中的代表。北
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在1914年拟定整顿大学计划书,指出大学目的在造就硕学通才之外,尤在养成
专门学者;但是,社会大都"趋重"于官吏一途,教员以此为进身之阶梯,鲜能久任。1917年,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就曾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7]8。蔡元培基于这一理念批评
道:"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
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8]5O1大学的逻辑不同于官
场的逻辑,这一观点得到了1919年美国来华教育学家杜威的支持。他认为,在中国有许多人以教
育事业为职业中的附属品,而以做官为主体,他们视教育事业不过是另一个收集进款的方法罢了,
这种情况妨碍了职业精神的发展。

大学教师群体内部构筑起限制兼任官职的樊篱。1922年2月,北京大学评议会决议:凡教授
在校外非教育机关兼职者,及在他校兼任重要职务者,须改为讲师或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2]42O。时
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顾孟徐指出:"以北大而论,教授中至少也过半数在外兼差,不仅是教育家,还
是官吏,因此,他的功夫有限,不欲专心求学,学问程度不能提高了。但也不能怪他,因为收人少而
不妥当,非如此不可。"[2]2851教务长以经济理由为教师兼职开脱,但北京大学评议会并不退缩。
1924年3月评议会又进一步规定:"凡因兼差由教授改为讲师者,其后欲恢复教授时,须于兼差辞
去后,在本校继续任讲师满两年以上始得恢复。"[2]177同年12月评议会决议:"兼职问题应有次之两
种限制:(甲)教授兼官吏绝不许。(乙)其他公共机关之重要职务须经评议会许可。"[2]183曾在北京
大学任职的李书华认为,北京大学教师当时仅分为教授、讲师、助教三种。教授和助教按月给薪,系
专任性质。讲师按授课钟点给薪,系兼任性质。讲师并非比教授低一级,不过非专任而已。有些讲
师的资格地位本来甚高,但因在其他机关有专任职务,仅请其每周来校担任几个钟点的功课,亦称
讲师,如法科方面,各系有若干政界或司法界高级官吏充任讲师。教授如至其他机关改任专职,则
改为讲师[9]。

可见,学界力图划清学术职业与行政职业的界限,以维护学术职业的纯洁与独立,严格限制大
学专任教授兼任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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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详见佚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北京大学革新事业》,《申报》1931年1月14日,第1版。



其二,教师兼课的主要收益者是教师个人和大学整个系统,而非特定的大学。北京政府时期,
著名学府往往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限制本校教师在外校兼课。

北京政府对于大学管制宽松。1917年,教育部通令主要科目教员不得聘请兼任教师,1919年
规定专门以上学校聘用教员,每门学科至少须有专任教员一人[2]417。1926年清华大学设哲学系,
只有一名专任教师和一名学生,学界戏称为"一师一生一系"。

在这种宽松环境下,著名大学往往主动改革课程,增聘专任教师,同时规范大学教师兼课,并以
惩戒方式限制大学专任教师兼课过多。如北京大学曾采取种种措施:第一,着手改革课程设置。
1917年,蔡元培制定教授保障案,规定学校行政部门不能随意操纵教师的课程,教师的课程由教授
会讨论决定,一经商定后,应令其始终教授这些课程。第二,力图增聘专任教师。1917年,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指出,我国精于政法者多人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属不
得已之举。他大力增聘专任教员,1917年11月,北京大学聘专任教员64名,比同年3月专任教员
增加19名,此举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被誉为"足征大学进步"[2]445。第三,约束教师的兼课。蔡元
培掌校期间,对教师兼职、请假、专任教员资格等进行了规范。如:本校专任教员不得再兼任他校
教课;本校教员担任教课钟点以2O小时为度;本校兼任教员如在他校兼任教课,须将担任钟点报告
本校;本校兼任教员如在本校已有教课钟点12小时,兼任他校教课不得逾8小时以上。教员请假
过多,本校得扣其薪金或辞退[2]294。1922年,胡适在北京大学评议会上提出教授兼课不得超过其
在本校授课钟点的一半,后修正为6小时。几位评议员持反对意见,面对这一情形,蔡元培说:评
议会不能再反对这件事,如果我们不实行此案,怎能对得起那些因兼任各部事务而改为讲师的几位
教授呢? 此后,北京大学评议会在仍有两人不赞成的情况下通过这项决议。

大学对于教师专任和兼任问题的反应主动而现实。一方面,大学限制本校教师外出兼课。另
一方面,因人才难得,资金短缺,大学往往聘请兼任教师以灵活地适应大学需要,节约资金、提升大
学声誉。

其三,国民政府逐渐提高大学教师专任性,限制国立大学聘用过多的兼职教师。
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限制大学教师兼课。1927年,政府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

教员以专任为原则"[1O]169。1928年,教育界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大学专任教员如有兼任
他校功课者每星期至多以4小时为限,否则,教授将改为讲师待遇。这个较为严厉的惩治意见未被
教育部采纳。1929年6月21日,教育部的训令《国立大学教授自十八年度上学期起应以专任为原
则》规定:自十八年度(1929)上学期起,凡国立大学教授不得兼任他校或同校其他学院功课,倘有
特别情形不能不兼任时,每周至多以6小时为限。第二天,《申报》刊登《大学教授限制兼课令》,传
递社会的反响。其中说道:"现时各校教授每因兼课太多,请假缺课,甚至以一人兼两校或同校两院
以上之教授,平时授课已虞不及,何有研究之可言,且影响教授效能,妨碍学校进步,盖无有甚于此
者,极应严加整顿,以绝弊端。"[2]431

193O年,以强硬闻名的蒋梦麟执掌北京大学,撤销教授保障案,规定每位教授每周授课时间为
12小时,在外校兼课教授的薪棒要低于专任教授,兼课时数较多的教授则改为讲师。《北平晨报》
认为,这一举措"使教授有充分时间研究学问,富藏高深学问之储蓄",并援引蒋梦麟的话道:"因限
制教授兼课而得罪人,蒋主席嘱余不必过虑,只要减少钟点,提高待遇,即有办法"[2]48O。然而,学界
的情势并不如此乐观,当时校长因限制兼课而被排斥时有所闻。如北洋大学教授常往北京各大学
兼课,北洋大学校长(时称北洋学院院长)茅以升与这几位教授谈判,请他们或在北洋大学或往北
京,不能兼任。虽然这些教授上有国家法令和校长的劝说,下有学生的不满,但"他们一面辞职,一
面鼓动学生,说我排斥好教授"。茅以升为此在193O年决意辞去校长一职[11]224。

继之,政府限制大学聘请兼任教师的数量。1929年6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大学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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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大学聘兼任教员的总数不得超过全体教师的三分之一[12]396,这项立法得到了学界的支持。
193O年,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国立大学应酌依大学教员薪棒表提高教员待遇;有能切实从事
研究著述者,得酌减授课时数;如经费不甚宽裕,应酌减不重要的课目,使课目集中;国立大学教员
以专任为原则,兼任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6]1484。1933年至1935年间,教育部对东北大学等八
校进行视察。教育部批评东北大学教员兼任太多,应代以优良专任教员;要求国立北平大学应厉行
教职员专任制;批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员共有138人,专任者仅44人;批评复旦大学兼任教员几
占8O%。教育部的批评集中于大学聘请过多的兼任教师。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展,国立高等教育机构增加,教育部从多个层面
提高教师专任性。194O年,教育部规定专任教员每周至多兼课4小时,兼课须以与原校所授课目
性质相同,兼课薪金由原校具领支配。1942年7月,教育部颁发《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人数暂行标
准》,规定大学各学院专任教员的人数:专任教员包括教授、副教授及讲师,如文学院按4系计算,应
聘专任教员16-2O人;理学院按7系计算,应聘专任教员35-42人;等等[12]4O4。

总之,民国时期,大学专任教师和兼任教师的界限不断漂移,学界、大学和政府从各自的立场出
发,力图提高大学教师的专任程度。学界侧重划清学术职业与非学术职业的界限,大学重在限制本
校专任教师在外校兼课,政府重在约束大学聘请兼任教师的数量。

三

民国时期,来自欧美的教育专家对中国大学组织内的绩效管理方式和教师中的功利主义进行
批判,建议中国限制大学教师兼课,提升大学学术职业的专任性。
1919年,美国教育学家杜威从职业精神的角度批评中国教育界的计时酬薪制度。他指出:"在

中国教育的毛病,就是按授课时间的多少,定薪金的厚薄。因为这种方法,最容易养成做教师的人
觉得只要把所担任的功课预备好,就敢告无罪,对学校中其他应行与改革的事情,一概置之不理的
习惯。这种习惯,就是职业精神发展过程的大阻力。"他指出,"无论哪种职业,都有它自己的精神"。
"完全以职业为目的的人,则可于其增进的知识外,并可对于职业有许多贡献。"[13]中国教育学者常
道直则引用杜威的观点,批评大学教师按钟点而获薪的办法,指出这足以使教师存有除在教室中上
课钟点外不负其他责任之心理[4]852。
1931年9月,欧洲学者组成的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应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邀请来到中

国,考察团递交给中国政府的报告书严厉批评了中国大学教师兼任的状况,指出中国大学的兼任教
师过多,教授在数校上课的情况极为普遍。有些大学教授包括著名教授任教4所大学之多,实际授
课每周在35小时以上。更有甚者以商业化的态度对待教学,不仅靠教书谋生,而且由教书获利。
他们到大学教室放其留声片式之演讲,时间一过,又至他校,再做同样表演。教授的兴趣不在学生
和学生的功课,而在于教课钟点的多少以增加薪酬。在这种情形下,教师无余暇增进其学识,学术
无法与时而进,也无法与所教学生常相接触。考察团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大学教师应明确教师
之职责不仅仅在于"按时传授知识";大学需减少兼任教师人数,专任教师应该占中国大学教师总数
的85%;而政府部门应按时发放大学经费,增进教师职业安全。在拖欠教职员薪棒的情况下,教师
为保障自己而易受引诱,在数所大学同时任教。考察团认为,大学教师是有组织的专业,教师须具
有一种尊重团体的精神,不致降低其职业标准,损及全体教师的荣誉[14]。

欧美大学的学术职业系统中也有兼任教师和专任教师之分,但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学术职业
带有自身的特点。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分析,中国大学兼任教师和专任教师之间的分层不明显,
两者存在均质性。大学教师兼任他职多为教师个人兼课,教师只是在大学系统内部流动。欧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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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术职业存在界限分明的二元劳动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15]48。在大
学系统中,兼任教师多为初级学术人员,是大学中的"苦力",多从事教学;专任教师凌驾其上,由具
有较强学术能力的资深学术人员组成。这种分化有利于确保大学学术至上的地位,隐含着教学是
研究延伸的理念。

中国大学在民国时期以知识传授和教学为主,以教学工作量为重,因教学工作可以用课时分
割,大学通过计时酬薪的形式短期聘任教师。但教师大量兼课抑制了其具有创造性的研究工作的
开展,阻碍了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师生关系的改进。这一冲突在著名学府表现尤甚,因为它们承担着
引领大学学术发展的责职,在维持大学教学运行和提升学术研究质量之间,在节约教学成本与追求
卓越之间,更强调后者。处于大学金字塔顶端的教授大量兼课,有损于大学在社会系统中功能的拓
展和地位的提升。高等教育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用三变量刻画契约的特征:价格、资产专用性和安
全措施条款[16]279,即大学除工资之外,可以通过提高教师专任程度使双方分享预期的收益。民国
大学限制兼任教师,提高大学学术职业的稳定性和专任性,其根本动因在于中国大学逐渐由注重教
学功能向注重研究功能擅变,从注重维持大学运行到注重大学学术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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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竺可祯校长实地考察西天目山禅源寺

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面临日寇战争的威胁。浙江大学校长竺可
祯为使一年级新生能安心学习,亲自实地考察西天目山禅源寺,认为此
地适合办学。经过商洽,学校于1937年9月起租借临安西天目山禅源
寺部分屋舍,作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9月21日,一年
级新生开始迁至西天目山,27日起上课。

禅源寺虽然地处深山,远离城市,教学条件因陋就简,但师生朝夕
相处,教师授课答疑极为便利,对学生道德品行的陶冶也更为有利。学
校计划多时的导师制首先在这里推行起来,在国内教育界开了试行导

师制的先河。11月下旬,浙西形势危急,西天目山中的一年级新生有陷人绝境的危险,学校决定搬迁。自

1937年11月底起,师生经五天奔波,全部到达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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